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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边还是对冲∗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

曹　 玮

　 　 【内容提要】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亚太国家日益面临

如何在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和外交选择的问题，它们的选择对中国的战略环境及民族复

兴具有直接影响。 为探究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何种情况亚太国家会更倾向于在中美

之间两面下注而不是追随某个特定大国，什么因素会影响它们相对更注重加强与中国

而不是与美国的关系，作者借助动态面板的系统 ＧＭＭ 方法，以亚太地区 ２２ 个国家为

研究对象、以 １９９１—２０１８ 年为时间段建立模型，对亚太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过程中的

行为选择规律做出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在当前阶段，中美关系会对亚太国家行为选

择产生显著影响。 中美关系越紧张，小国越倾向于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同时越倾向

于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亚太国家国内合法性会正向影响它们的对冲倾向，

但亚太国家对外部的经济和军事依赖与其行为选择无关，表明“供给—需求”框架不

是分析和理解亚太国家行为选择的适宜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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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中国实力迅速增长并由此引发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什么

因素会影响亚太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的选择？

（一）亚太国家行为选择的意义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相对实力迅速提升。 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中

美两极化的前景开始浮现。 在这一大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正在不可避免地成为学界

和战略界的主流看法。 对亚太国家而言，中美竞争的过程和结果将直接影响它们的外

部战略环境和行为选择。 随着中美竞争的日趋激烈，亚太中小国家日益被一个棘手的

问题所困扰：如何在中美之间做出战略和外交选择？

周边国家的行为选择直接影响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甚至民族复兴的成败。 根据

现有理论，小国的支持和追随是大国获取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主要来源。 大国竞争的

一个重要维度是该国能否比其他大国在更多的问题上影响更多国家的更多行为。①

大国影响他国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的权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而获取权威的关键取

决于大国能否让小国自愿向其让渡部分主权，并承认大国对小国享有等级性的领导地

位。② 如果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类比为市场中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那么大国与企业

的目标函数都是通过为消费者（小国）提供服务（安全保障）以赢得更大的“市场份

额”，只不过国际政治领域中所谓“市场份额”指的是接受一个大国领导的中小国家的

相对数量。③ 总之，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小国的外交取向对大国的

权力和领导地位有着近乎决定性的影响。

从古至今，争取小国支持始终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

着大国战略竞争的过程和结果。 公元前 ４４５ 年，雅典和斯巴达签署《三十年和约》，明

确承认了雅典和斯巴达海陆分治希腊世界的政治格局。④ 雅典作为崛起国，之所以能

够获得与斯巴达平起平坐的权力地位，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有效领导甚至控制了提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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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中的其他盟邦。 宋辽对峙被认为是两极竞争的另一个代表性案例。① 自 ９６０ 年

北宋建立到 １１２５ 年契丹亡国，宋辽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争夺周边小国特别是高

丽的政治臣服。② 冷战时期，苏联之所以被公认为与美国同一等级的超级大国，除了

自身的硬实力外，东欧和其他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承认同样至关重要。
美苏对中东、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更是贯穿冷战始终。③

（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主要发现

鉴于小国选择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意义，④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探索亚太国家

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行为选择规律。 本文所研究的小国行为选择涉及战略和外

交两个维度：在战略维度上，我们关心的是小国究竟是选择与两个大国保持等距离关

系还是倒向其中某个大国；在外交维度上，我们追问的是小国会选择改善与哪一个大

国的关系。 战略维度反映小国的对冲倾向：当小国与两个大国的关系距离越接近时，

小国越倾向于选择对冲战略。⑤ 外交维度衡量小国的外交侧重：当小国与一个大国关

系改善幅度大于与另一大国关系改善的幅度时，意味着小国选择相对改善与前者的关

系，即外交侧重于前者。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个维度并不相互包含或者相互交叉。 换言之，某个时期小

国在战略维度的对冲倾向有多强烈，与它在外交维度究竟侧重于相对改善与哪个大国

的关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不妨设 ｔ０ 年某小国 Ｓ 与中国的关系分值为 ａ０，与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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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分值为 ｂ０，ｔ 年 Ｓ 与中国的关系分值为 ａ，与美国的关系分值为 ｂ。 根据上述对“对

冲倾向”和“外交侧重”的界定，当 ｜ ｂ０－ａ０ ｜ ＞ ｜ ｂ－ａ ｜时，Ｓ 在 ｔ０ 至 ｔ 期间转向在中美之间

两面下注；①当 ａ－ａ０＞ｂ－ｂ０（即 ｂ０－ａ０＞ｂ－ａ）时，Ｓ 在同一时期选择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

系。 由这两个形式化定义可知，“对冲倾向”和“外交侧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概念：小

国选择对冲的过程既可以是相对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过程（比如 ａ０ ＝ ３，ｂ０ ＝ ５，ａ ＝ ５，ｂ ＝

５），又可以是相对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过程（比如 ａ０ ＝ ３，ｂ０ ＝ １，ａ ＝ ３，ｂ ＝ ３）；反过来，小

国相对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过程同样既可能是选择对冲的过程（比如 ａ０ ＝ ３，ｂ０ ＝ ５，ａ ＝

５，ｂ＝ ５），也可能是选择一边倒的过程（比如 ａ０ ＝ ３，ｂ０ ＝ ４，ａ ＝ ５，ｂ ＝ ３）。 总之，“对冲倾

向”和“外交侧重”互不包含、互不决定。 这意味着要想知道冷战后亚太国家在战略和

外交层面如何做出选择，需要分别进行经验研究。

基于上述区分，本文以小国的对冲倾向和外交侧重为因变量，采用面板数据方法，

建立了关于亚太地区 ２２ 个国家 １９９１—２０１８ 年两个时段共四个动态面板系统 ＧＭＭ 回

归模型。 模型结果涉及学界对亚太国家行为选择的许多重要论断，其中最主要的发现

包括三点：首先，在中国相对实力提升态势不确定性较低的阶段，中美关系本身会对亚

太国家的行为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中美关系越紧张，小国越倾向于在中美之间两面下

注；同时，中美关系越紧张，小国越倾向于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这既说明亚太国家

选择对冲有利于中国外交环境，又表明中美关系和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之间存在张

力。 其次，中美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亚太国家对中美两国经济和军事依赖的程度差

异乃至亚太国家在贸易、投资和军事等领域的总体对外依存程度均与亚太国家的行为

选择无关。 这提示“供给—需求”框架可能不是分析和理解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进行

选择的适宜分析框架，“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可能不是小国选择对冲的真正原

因。 最后，小国的国内合法性对小国的对冲倾向始终存在显著影响，突显了加强对亚

太周边国家内政研究的意义。

下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梳理影响小国行为选择的各项因素，并

做出总体评价，为统计建模做好准备。 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变量与指标选取以及模

型估计。 第四部分根据模型结果，分析在不同阶段影响小国对冲倾向和外交侧重的各

种因素。 最后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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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的含义存在微妙的差异，参见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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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国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

为尽可能完整地考虑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本部分将简要梳理相关文献，并在归

纳现有观点之后，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做出总体性评价。

（一）单元层次因素

１．小国的实力

均势理论认为，制衡是实力较弱的一方对较强一方的最优策略。① 持相反观点的

学者认为，当国家间实力差距过于悬殊时，较弱一方将会选择追随而不是制衡较强一

方，②或者在不同强国之间灵活接触、两面下注。③ 例如斯蒂芬·沃尔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认为，一般而言，国家越弱，越有可能追随而不是制衡强者。④ 具体到亚太国家，

郭清水（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 Ｋｕｉｋ）发现，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小国，受自身实力的约束，即使采

取对冲战略，也只能采取淡化崛起国威胁同时与主导国保持一定军事距离的弱对冲战

略（ｌｉｇｈｔ⁃ｈｅｄｇｉｎｇ）。⑤ 吴翠玲（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的研究发现，与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相比，具

有次区域支配历史的实力更强的国家（如越南和泰国）在对冲中国时有相对更大的回

旋余地和更多的政策选项。⑥ 陈小鼎等认为，周边国家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决定了

它们应对中国相对实力增长的战略选择。⑦

２．与大国的经济联系

兰德尔·施韦勒（Ｒａｎｄａｌ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认为，小国追随大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得

经济利益，例如冷战时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选择追随苏联，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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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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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ｍｅｎｇｈｉ，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ｔ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１， ｐｐ．１３６－１４３； Ｇｉｏｒｇｉ Ｇｖａｌｉ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ｌｏｃ：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０２－１０４．

Ｈａｎｎａ Ｓａｍｉｒ Ｋａｓｓａｂ， 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ｎｉａ， Ｓｔ． Ｋｉｔ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ｖｉｓ，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５．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２９．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 Ｋｕｉｋ，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ａｋ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ｅｄｇ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１５８， ｐ．１６９．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Ｕ．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６．
陈小鼎、王翠梅：《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载《当代

亚太》，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５６—７８ 页。



济收益。① 保罗·帕帕友努（Ｐａｕｌ Ａ． Ｐａｐａｙｏａｎｏｕ）则指出，当维持现状的国家之间存

在广泛的经济联系，而与存在威胁的大国之间缺乏这种联系时，现状国家更可能联合

起来制衡有威胁的大国；而如果现状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不高，或者与威

胁大国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时，现状国家更有可能弱化制衡或者采取调和性政策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② 布洛克·特斯曼（Ｂｒｏｃｋ Ｆ． Ｔｅｓｓｍａｎ）认为，在一个集中多极

体系（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中，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体系领导者的经济相互

依赖可能会导致小国倾向于追随而非制衡。③

就亚太国家而言，陈宗岩（Ｉａｎ Ｔｓｕｎｇ⁃Ｙｅｎ Ｃｈｅｎ）等发现，在高威胁认知情况下，对

崛起国持积极经济预期的东盟国家会对其采取对冲战略，持消极经济预期的东盟国家

则会采取制衡战略。 在低威胁认知情况下，积极的经济预期会促使东盟国家对崛起国

采取追随战略，而消极的经济预期则会使其采取对冲战略。④ 吴翠玲认为，东南亚国

家之所以实行对冲战略，是因为它们虽然把中国看成“安全威胁”，但同时也认为中国

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经济伙伴。⑤ 达伦·利姆（Ｄａｒｒｅｎ Ｊ． Ｌｉｍ）等学者也指出，对冲的实

质是国家对物质利益与自主成本两者的权衡，当收益和成本都很高时，小国会选择对

冲。⑥ 当然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郑在浩（Ｊａｅ Ｈｏ Ｃｈｕｎｇ）的统计研究显示，东亚国家

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对前者的行为选择没有显著影响。⑦

３．与大国的军事关系

詹姆斯·莫罗（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认为，不对称军事同盟的实质是小国通过牺牲

自主权来换得大国的军事安全保障。⑧ 这意味着与大国的不对称军事关系很可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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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ｓ，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２， ｐ．１９５．

Ｉａｎ Ｔｓｕｎｇ⁃Ｙｅｎ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Ｈａｏ Ｙａｎｇ， “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３， ｐｐ．２６５－２８８．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Ｕ． 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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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ｅ Ｈｏ Ｃｈｕｎｇ，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２， Ｎｏ．４，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ｐｐ．６５７－６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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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小国的对外行为。 如郑在浩的研究显示，东亚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会影响前者的

行为选择，与美国军事关系越紧密，越可能制衡中国。① 利姆等人也指出，与美国存在

同盟关系或者与中国存在重大领土争议的亚太国家更可能采取制衡而非对冲中国的

战略。 联盟国家尽管也能通过发出与联盟关系不一致的信号来做出对冲举动，但这样

做的成本相对高于非联盟国家。② 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 范·杰克逊（Ｖ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

认为，与他国军事关系的高度敏感性会鼓励亚太国家对冲，以避免完全的相互依赖，从

而减轻可能构成的脆弱性。 例如，作为美国的两个长期盟友，韩国和日本也同时在整

个亚洲寻求安全合作，以突破单纯的与美国的双边联盟结构。③

４．小国的威胁感知

主流观点认为，威胁水平的高低影响小国的行为选择。 帕特里夏·韦茨曼（Ｐａｔｒｉ⁃

ｃｉａ Ａ． Ｗｅｉｔｓｍａｎ）指出，当一国对另一国的威胁水平较低时，后者会采取对冲战略；随

着威胁水平的升高，后者会依次采取捆绑（ ｔｅｔｈｅｒｉｎｇ）、制衡和追随战略。④ 王栋也认

为，不同于制衡和追随，国家实施对冲战略时通常对目标国的威胁认知要更低。⑤ 陈

宗岩等认为，在积极经济预期情况下，如果崛起国被视为高威胁，小国会采取对冲战

略，反之则采取追随战略；在消极经济预期情况下，如果崛起国被视为高威胁，小国会

采取制衡战略，反之则采取对冲战略。⑥ 就亚太国家而言，吴翠玲认为，与新加坡和越

南相比，泰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相对较低，这是它选择对冲战略的关键原因。⑦ 但也

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松田康弘（Ｙａｓｕｈｉｒｏ Ｍａｔｓｕｄａ）就认为，“将中国视为威胁的观念，

导致日本将‘对冲’战略纳入其对华接触政策”。⑧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威胁的不确定性影响小国的行为选择。 尤尔根·哈克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指出，对冲与制衡、追随的决策逻辑存在根本不同。 制衡和追随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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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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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２， ｐｐ．１０９－１１９．



应对的是确定的威胁，对冲战略应对的是安全风险，而安全风险是一种盖然性的未来

威胁。① 丹尼·罗伊（Ｄｅｎｎｙ Ｒｏｙ）同样认为，制衡需要有明确的威胁认知，而对冲是为

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威胁。② 约翰·乔西亚里（Ｊｏｈｎ Ｄ． Ｃｉｏｒｃｉａｒｉ）认为，对冲战略的核心

是制定措施以减少或弱化潜在威胁变成真实危险时的损害。③

５．小国国内政治

郭清水认为，小国的行为选择会受到国内政权合法性的影响，其对外政策往往

服务于巩固统治精英在国内治理的权威。 在大国崛起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小国倾

向于根据国内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制定相应的对外战略。 “如果精英群体的合法

性更多地来源于经济繁荣而不是国家安全，那么它很可能会强调从崛起国那里获得

的经济与政治收益，淡化崛起国的安全威胁。”④他指出，马来西亚及其他一些亚太国

家之所以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即通过经济增长强

化国内政权的合法性。⑤ 此外，也有学者注意到意识形态对小国行为的影响。 特斯曼

指出，小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可能会促使前者选择追随而不是制衡

后者。⑥

（二）体系层次因素

１．大国实力对比

特斯曼认为，体系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最主要因素。 他从大国间实力分布

及权力集中趋势两个维度将国际体系分为集中多极、分散多极 （ ｄ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集中单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和分散单极（ ｄ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四类。 制衡和推卸（ｂｕｃｋｐａｓｓｉｎｇ）战略分别是集中和分散多极体系下小国的核心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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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而追随和对冲则分别是集中单极和分散单极体系下小国的核心战略。① 就亚太

国家而言，现有研究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国家不确定中美两国谁将成为亚太地

区的主导力量，也不确定大国的意图。② 体系层面的持续不确定性迫使亚太国家采

取同时追求“收益最大化”和“风险应急”的对冲战略。③ 而只要中美两国相对实力

变化的轨迹变得清晰，亚太国家就会知道它们应该选择制衡还是追随。④ 一旦它们

确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或美国将成为地区霸主，它们就会停止对冲转向追随公

认的地区霸主。⑤

２．大国战略关系

亚历山大·科罗列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ｏｒｏｌｅｖ）指出，体系层次的大国竞争会限制小国

的行动空间。 当大国竞争激烈时，小国保持对冲更加困难，它们将被迫更明确地表明

自己的立场。⑥ 郭清水则认为，只要中美竞争还没有上升为全面冲突，马来西亚将不

会选择制衡或追随，而会继续采取对冲。⑦ 车维德（Ｖｉｃｔｏｒ Ｃｈａ）的研究显示，中美战略

关系对韩国的行为选择有重要影响：如果中美关系是合作性的，韩国会因为有安全盈

余而寻求对冲；如果中美关系是竞争性的，韩国会因为出现安全赤字而被迫在两个大

国之间做出选择。 具体而言，当中美关系是竞争性时，７０％的情况下韩国会选择与美

国脱钩，站在中国一边。⑧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拓展了我们对小国行为选择的理解，但存在三方面不足：首

先，不同学者对一些重要变量的认识存在明显抵牾。 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无疑是讨论亚

太国家行为选择时最直观也最常被提及的重要因素，然而迄今学界对于这一变量与小

国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依然莫衷一是。 一些学者认为小国对崛起国的经济依赖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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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３３８．
Ｖ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３４８．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ｏｒｏｌｅｖ，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ｉ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ｏｗ⁃

ｅｒｓ，” ｐｐ．４１９－４５２．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 Ｋｕｉｋ，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ａｋ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ｅｄｇ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１７０．
Ｖｉｃｔｏｒ Ｄ． Ｃｈａ， “Ａｌｌｉｅｄ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４， ２０２０， ｐｐ．５０９－５３６．



使小国采取对冲，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崛起国的经济影响力与小国的选择没有必然关

系。① 小国与主导国的军事关系是影响小国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变量，然而，小国与主

导国军事关系的加强究竟会使小国更倾向于制衡崛起国还是更倾向于在崛起国和主

导国之间两面下注，不同学者的观点同样大相径庭。② 如此重要和突出的变量在现有

研究中尚且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对于其他相对间接的因素来说，现有观点的可靠性就

更加值得怀疑。

其次，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不匹配。 现有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都采用定性研究方

法。③ 定性方法的优势在于发现和验证已知规律背后的因果机制，而识别一般性规律

本身并非其所长。 如上所述，目前对于几个最直观的自变量与小国行为选择这一因变

量之间的作用关系都存在分歧，说明学界对大国权力转移背景下小国行为选择的规律

本身尚缺乏明确和充分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以定性方法为主开展相关议题研究

只会事倍功半。 定性方法的短板恰是定量方法的长处。 通过构建大样本统计模型，能

够相对准确地识别各种潜在因素与小国行为之间的一般性规律，而只有在准确把握规

律的前提下，继之以定性方法，才更有可能对规律背后的机制和规律以外的特例做出

高质量的个案研究。

最后，未能清晰区分小国在战略层面的对冲倾向和外交层面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取

舍侧重倾向。 当已知某种因素促使小国选择对冲战略时，我们只知道此时该小国没有

选择制衡 ／追随战略。④ 这并不意味着小国在外交层面就不会有所侧重地相对改善与

某个大国的关系。 小国在选择对冲战略的过程中，既有可能相对改善与崛起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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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两种观点参见 Ｐａｕｌ Ａ． Ｐａｐａｙｏａｎｏ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ｐｐ．１１３－１４０；
Ｂｒｏｃｋ Ｆ． Ｔｅｓｓｍ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ｎｕ，” ｐｐ．１９２－２３１； Ｉａｎ Ｔｓｕｎｇ⁃
Ｙｅｎ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
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ｐ．２６５－２８８；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Ｕ．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２００５； Ｊａｅ Ｈｏ Ｃｈｕｎｇ，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ｐ．６５７－６７５。

两种观点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ｐｐ．９０４－９３３； Ｊａｅ Ｈｏ Ｃｈｕｎｇ，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ｐ．６５７－６７５； Ｄａｒｒｅｎ Ｊ． Ｌｉｍ ａｎｄ Ｚａｃｋ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ｐ．６９６－７２７； Ｖ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ｐ．３３１－３５６。

为数不多的定量研究文献参见 Ｊａｅ Ｈｏ Ｃｈｕｎｇ，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６５７－６７５。

当与对冲策略做区分时，制衡和追随这两种策略可划归为同一个范畴，因为小国在两个存在竞争关系的

大国之间做选择时，对其中一个大国的追随就是对另一个大国的制衡；反过来，对一个大国的制衡势必需要追随

另一个大国。 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ｐ．３７５－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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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有可能相对改善与主导国的关系。 因此，小国在外交层面选择相对改善与崛起

国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它在战略层面就一定选择了追随崛起国、制衡主导国，而是有可

能选择在两个大国之间两面下注。 现有研究大都只是笼统地研究了哪些因素会影响

小国的对冲倾向，而相对忽视了什么因素会影响（同一时期）小国的外交侧重这个同

样重要但完全独立的问题。

鉴于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上述不足，我们应当重视定量方法，对影响小国对冲倾向

和外交侧重的因素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对目前存在分歧和争论的观点加以澄清。

三　 亚太国家行为选择的动态面板模型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１９９１—２０１８ 年亚太地区的 ２２ 个国家。① 冷战结束使国际政治

的走向和亚太地区的权力动态产生了高度不确定性，②亚太国家的行为选择更趋多元

化，③因此本文选择以 １９９１ 年作为时间起点。 由于数据是多样本、多因素、跨时间段

的面板数据，本文选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 ＧＭＭ 方法来构建模型。 与静态面板模型

相比，动态面板模型不仅可以动态地反映各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而且能够把被解释变

量的滞后值纳入解释变量，有助于考察政策惯性对后续行为的影响。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亚太国家的行为选择。 如前所述，小国的行为选择由外交和

战略两个维度定义，这两个维度分别衡量小国的外交侧重和对冲倾向。 外交侧重体现

的是小国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改善与哪一个大国的关系，而对冲倾向不关心小国具体倾

向哪一个大国，只体现小国是保持与两个大国的等距离关系还是非等距离关系。 因

此，外交侧重反映小国“有向”的外交选择，对冲倾向反映“无向”的距离关系。

解释变量包括体系和单元层次总计 １３ 个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 体系层

次变量包括大国经济实力对比、大国军事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 单元层面变量包

括小国的经济实力、小国的军事实力、小国与大国的经济关系、小国与大国的军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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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 ２２ 个国家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文莱、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越南、东帝汶、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不丹。 其中，东帝汶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建国，其分析时间段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ｏｒｏｌｅｖ，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ｉ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ｏｗ⁃
ｅｒｓ，” ｐ．４３０．

例如，有学者认为，不同于冷战期间明确的追随或制衡，亚太国家最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就开始采取

对冲战略来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 参见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 Ｋｕｉｋ， “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ｐｐ．１５９－１８５。



系、小国的贸易依存度、小国的投资依存度、小国的军事依存度、小国对大国的威胁感

知、小国国内合法性以及小国与大国的政体相似度。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设计

１．数据来源

上述变量所需数据主要取自全球事件、语言与语气数据库（ＧＤＥＬＴ）、①斯德哥尔

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③世界银行数据库④和体系和

平中心数据库。⑤ 下文将分别使用这些数据库中的数据来衡量相关国家的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经贸关系、军事关系以及对外依存度等。

ＧＤＥＬＴ 是目前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科学大数据数据库。 ＧＤＥＬＴ 的事件数据来

源于实时更新的全球新闻报道，因此可能会有人质疑不同媒体对事件的选择和报道倾向

存在差异，但现有的大样本数据研究和个案研究都显示，不同国家报道的国际新闻在事

件的合作 ／冲突性质的判断和报道的语气上趋于一致，⑥而且数据具有有效性，对国家

行为和国家间关系的量化结果与定性判断相吻合。⑦ 在 ＧＤＥＬＴ 数据库中，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分值用于判断某一事件合作或冲突的程度，⑧ＡｖｇＴｏｎｅ 值是指提及某一事件的语气，用

来衡量对事件的感知。⑨ 鉴于数据库的有效性，目前政治学乃至计算科学都广泛使用这

两个分值测量国家间关系和公众情感感知。 例如，帕斯卡尔·阿布（Ｐａｓｃａｌ Ａｂｂ）和乔

治·施特吕弗（Ｇｅｏｒｇ Ｓｔｒüｖｅｒ）使用东盟国家与中国相关事件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的年度均值来

衡量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克里斯蒂娜·戴维斯（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 Ｄａｖｉｓ）和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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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ＧＤＥＬＴ 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ｄｅｌ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ｇ ／ 。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ｐｒｉ．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ｍｉｌｅ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ｉｍｆ．ｏｒｇ ／ ？ ｓｋ ＝ ９Ｄ６０２８Ｄ４－Ｆ１４Ａ－４６４Ｃ－Ａ２Ｆ２－５９Ｂ２ＣＤ４２４－

Ｂ８５。
世界银行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ＧＤＰ．ＭＫＴＰ．ＣＤ？ ｖｉｅｗ＝ｃｈａｒｔ。
体系和平中心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ｐｅａｃｅ．ｏｒｇ ／ ｉｎｓｃｒｄａｔａ．ｈｔｍｌ。
Ｍｅｎｇｌａｎ Ｍａ，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ｏｎ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Ｋｒａｋｏｗ， ２０１７．
Ｐａｓｃａｌ Ａｂｂ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 Ｓｔｒüｖｅｒ，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ｓｕｅｓ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４， ２０１５， ｐｐ．５６－５７．
Ｊｏｓｈｕａ Ｓ．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ＷＥＩＳ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２， １９９２， ｐｐ．３６９－３８５．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的值在－１０ 到 １０ 之间，负值为冲突，正值为合作，值越大合作程

度越高。
ＡｖｇＴｏｎｅ 的数值在－１００ 到 １００ 之间。 －１００ 表示极为消极，１００ 表示极为积极，０ 表示中立。
Ｐａｓｃａｌ Ａｂｂ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 Ｓｔｒüｖｅｒ，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３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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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尼尔（Ｓｏｐｈｉｅ Ｍｅｕｎｉｅｒ）使用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的季度均值衡量美法和中日两组双边关系；①戴

维斯在另一篇文章中使用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的年度均值测量中印两国各自与主要国家间的政治

关系。② 迭戈·萨希（Ｄｉｅｇｏ Ｊ． Ｂｏｄａｓ⁃Ｓａｇｉ）则使用 ＡｖｇＴｏｎｅ 值来测定西班牙民众的情绪

变化，考察民众情感感知对西班牙政府能源政策的影响。③ 此外，还有学者综合使用

Ｇｏｌｄｓｔｉｅｉｎ 和 ＡｖｇＴｏｎｅ 两个分值，建立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的预测模型来识别社会动

荡事件，④或是构建回归模型预测国内政治危机。⑤ 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使用

ＧＤＥＬＴ 数据库进行大国关系和大国影响力的研究。⑥ 下文将使用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和 Ａｖｇ⁃

Ｔｏｎｅ 分值来衡量国家间关系和小国的威胁感知。

体系和平中心数据库提供的政体得分数据用于衡量国家间的政体相似度，政体的

取值范围为（－１０，１０），－１０ 代表“民主程度”最低，１０ 代表“民主程度”最高。⑦ 该数据

库的“合法性”分值用于测量小国国内的合法性，该指标共包含 ４ 个二级指标，分别是

“安全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经济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每个指标分值均在 ０—３

分之间，合法性总体得分区间为（０，１２），数值越大，合法性越低。⑧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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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Ｓｏｐｈｉｅ Ｍｅｕｎｉ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 Ｕｓ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１， ｐｐ．６２８－６４６．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Ｌ．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ｕｃｈｓ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９， ｐｐ．４０５－４３８．

Ｄｉｅｇｏ Ｊ． Ｂｏｄａｓ⁃Ｓａｇｉ ａｎｄ Ｊｏｓé Ｍ． Ｌａｂｅａｇａ， “Ｕｓｉｎｇ ＧＤＥＬＴ Ｄａｔａ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ｎ⁃
ｉｓ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３，
Ｎｏ．６， ２０１６， ｐｐ．３８－４３．

Ｆｅｎｇｃａｉ Ｑ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ｎｒｅｓ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ｄｄｅｎ 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ＧＤＥＬＴ，” Ｄｉｓ⁃
ｃｒｅｔ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ｉｎｄａｗｉ．ｃｏｍ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 ｄｄｎｓ ／ ２０１７ ／ ８１８０２７２ ／ ，访
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Ｙａｓｅｒ Ｋｅｎｅｓｈｌｏｏ， ｅｔ ａｌ．， “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 Ａ 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ｈｔｔｐ： ／ ／ ｐｅｏｐｌｅ．ｃｓ．ｖｔ．ｅｄｕ ／ ～ ｎａｒｅｎ ／ ｐａｐｅｒｓ ／ ｗｅｂｓｃｉ－ｇｄｅｌｔ－２０１４．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５３—７９
页；池志培、侯娜：《大数据与双边关系的量化研究：以 ＧＤＥＬＴ 与中美关系为例》，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６７—８８ 页；Ｓｈｅｎｇ Ｂｉ，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ＵＳＡ，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０１５。

使用该数据库中的政体得分来衡量一国的政治体制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常用方法，参见漆海霞、周建

仁：《军售与美国亚太地区战略布局》，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５—１６３ 页；Ｐａｓｃａｌ Ａｂｂ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
Ｓｔｒü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３３－８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使用该数据，参见 Ｂｒｕｃｅ Ｇｉｌｌｅｙ， “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ｆｏｒ ５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５， ２０１２， ｐｐ．６９３－６９９； Ｓｕｓａｎ Ｅ．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于施洋、杨道玲、王璟璇：《基于大数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风险评估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１９ 年版；张春：《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的建构》，载《国际展望》，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３５ 页；闫健：《失效

国家研究引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０—１０９ 页。



２．指标设计

对冲倾向和外交侧重两个因变量的分值通过 ＧＤＥＬＴ 数据库中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值

进行计算。 分别计算小国对美国及小国对中国事件的年度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均值，①前者减

后者的差值即为外交侧重的变量值，用 Ｄｉｐｎ 表示。 该差值取平方②得到小国对美

国和小国对中国事件分值的距离值，该值即为对冲倾向的变量值，用 Ｈｅｄｇｉｎｇｎ

表示。

如前所述，解释变量包括单元和体系两个层次。 其中，单元层次变量既涉及仅与

小国自身相关的因素，也包括小国与大国关系类的因素。 为了更准确地估计关系类因

素对“无向”的对冲倾向和“有向”的外交侧重的影响，我们采用与因变量相同的量化

思路，对关系类自变量分别进行“无向”和“有向”的测量，③用“无向”值对对冲倾向建

模，用“有向”值对外交侧重建模。 类似地，考察体系层次的大国实力对比时也分别计

算大国实力的“距离差”和“真实差”，分别用于对对冲倾向和外交侧重的建模。

体系层次变量中，中美经济实力对比用中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来计

算。④ 经济实力的“距离差”Ｅａｃ的计算方法是（ ｌｎＥａ －ｌｎＥｃ） ２，经济实力的“真实差”Ｅ′ａｃ
的计算方法是 ｌｎＥａ－ｌｎＥｃ。⑤ 中美军事实力对比用中美两国的军费开支来计算。⑥ 军

事实力的“距离差”Ｍａｃ和“真实差”Ｍ′ａｃ的计算方法同经济实力一样。 中美战略关系用

中美两国关系的年度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均值来衡量，标记为 Ｒａｃ。

单元层次变量中，小国与大国关系类的变量共有 ４ 个，其中小国与大国的经济关

·０６·

　 选边还是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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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是小国的行为选择，所以因变量的值是小国对大国的事件分值，而
不是小国与大国的双边事件的关系分值。 后者受到小国和大国两方面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前者能够相对准确

地衡量小国单方面的决策意愿。 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参见 Ｊｏｈｎ Ｄ． Ｃｉｏｒｃｉａｒｉ，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ｐ．５２３－５５５。 本文对因变量的上述测量方法相对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虽然相减之后取绝对值也可以得到距离关系，但在计量统计模型中，使用平方表示距离更为常见。 比

如，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就是采取平方的方式。
各自变量中凡涉及表示两者之间关系的距离的变量皆采用取平方的方式进行测量。
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数据库。
对 ＧＤＰ 的值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以下同。
数据来源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 军费开支规模被普遍认为是衡量一国军事能力最有

效的单一指标，它代表着“政府向军队所能提供的资源”。 参见 Ａｓｈｌｅｙ Ｊ． Ｔｅｌｌｉｓ， 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ｅ，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 ｐ．１３６。 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同样

认为军费开支是衡量一国投入军事的经济资源的主要指标，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ｔｏｐｉｃａｌ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２０１７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 日。 当然除了军费开支以外，衡量

一国军事实力的指标还可以包括军队规模、军事设施以及国防研发等。 但考虑到这些指标要么在短期内变化

不大可以视作常量，要么数据可获得性较差，因此本文仍采用通行做法，用军费开支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一国

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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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用小国与美国和小国与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来计算。① 经济关系的“距离差” Ｔｎａｃ和

“真实差”Ｔ′ｎａｃ的计算方法分别为［ｌｎ（Ｔｎａ＋１）－ｌｎ（Ｔｎｃ＋１）］ ２ 和 ｌｎ（Ｔｎａ＋１）－ｌｎ（Ｔｎｃ＋１）。②

小国与大国的军事关系用美国对小国和中国对小国的军售额来计算。③ 军事关系的

“距离差”ＭＥｎａｃ和“真实差”ＭＥ′ｎａｃ的计算方法同经济关系一样。 小国对大国的威胁感

知用 ＧＤＥＬＴ 数据库中的 ＡｖｇＴｏｎｅ 数据来计算。 威胁感知的“距离差”Ａｖｇｎａｃ和“真实

差”Ａｖｇ′ｎａｃ的计算方法分别为（Ａｖｇｎａｃ－Ａｖｇ′ｎａｃ） ２ 和 Ａｖｇｎａｃ－Ａｖｇ′ｎａｃ。 小国与大国的政体相似

度使用政体数据库中的政体分值来计算。④ 政体的“距离差”Ｐｎａｃ和“真实差”Ｐ′ｎａｃ的计

算公式分别为（ ｜Ｐａ－Ｐｎ ｜ － ｜Ｐｃ－Ｐｎ ｜ ） ２ 和 ｜Ｐａ－Ｐｎ ｜ － ｜Ｐｃ－Ｐｎ ｜ 。
这里之所以只计算小国与中美两国经济、军事和政治关系的差值，即小国在这些

维度上与两个大国关系的相对值，而不单独考虑小国与美国、小国与中国关系的绝对

量，是因为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小国如何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进行选择，涉及小国与两

个大国关系的比较，因此单纯看小国与其中某个大国在某一领域的关系强弱这个“绝
对量”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小国与 Ａ 大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两国关系可能会因此

比较紧密，但如果同一时期该小国与 Ｂ 大国的贸易依存度更高，那么小国会更倾向于

加强与 Ｂ 大国的关系。
仅与小国自身相关的变量共有 ６ 个，其中，小国的经济实力 Ｅｎ 和军事实力 Ｍｎ 分

别用小国的 ＧＤＰ 和军费开支占全世界 ＧＤＰ 和军费开支的比重来衡量。⑤ 小国的贸易

依存度 ＤＴｎ、投资依存度 ＤＩｎ 和军事依存度 ＤＭｎ 分别用小国对外贸易总额占本国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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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贸易额是衡量国家间经济关系的代表性指标。 使用该指标衡量

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参见 Ｓｉｍｂａｒａｓｈｅ Ｍｈａｋａ ａｎｄ Ｌｅｗａｒｄ Ｊｅｋｅ，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ｐ．１－ １５； Ｂａｄａｒ Ａｌａｍ Ｉｑｂａ， “ Ｉｎｄｏ⁃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Ｒｅａｌ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３， ｐｐ．８６－９３；雷兴长、李洋洋：《２１
世纪中国与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研究》，载《东北亚经济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５１—６２ 页。 其他一些

指标，如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作用、美国在先进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

关系，但这些因素的作用相对间接，可以视为美国拥有国际经济影响力的重要自变量，而贸易额的多少在很大程

度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里之所以设定为 ｌｎ（Ｔｎａ＋１）－ｌｎ（Ｔｎｃ＋１）而不是 ｌｎＴｎａ－ｌｎＴｎｃ，是考虑到当小国与美国或与中国贸易额为 ０ 时，

ｌｎＴｎａ和 ｌｎＴｎｃ没有意义，而 ｌｎ（Ｔｎａ＋１）和 ｌｎ（Ｔｎｃ＋１）的值仍为 ０，与事实相符。 以下小国与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如此。
军售和结盟是衡量国家间军事合作关系的两个最核心指标，参见 Ｋｅｒｅｎ Ｙａｒｈｉ⁃Ｍｉｌｏ，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ａｎｏｓｚｋａ

ａｎｄ Ｚａｃｋ Ｃｏｏｐｅｒ， “Ｔｏ Ａｒｍ ｏｒ ｔｏ 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ｔｒｏｎ􀆳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６， ｐｐ．９０－１３９； Ｊａｍｅｓ Ｄ． Ｍｏｒｒｏｗ， “Ａｒｍ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ｌｌｉｅｓ：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７， Ｎｏ．２， １９９３， ｐｐ．２０７－２３３。 由于在本文所研究时段

内，亚太国家与美国的结盟情况基本是常量，因此这里只以军售额这一个指标衡量小国与大国的军事关系。
数据来源为体系和平中心数据库。
数据来源分别为世界银行数据库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



的比重、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小国 ＧＤＰ 的比重以及小国武器进口额占小国军事开

支的比重来计算。① 小国的国内合法性 ＬＥｎ用合法性指数来衡量。②

根据上述指标，亚太国家行为选择的动态面板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模型 １（对冲倾向模型）：

Ｈｅｄｇｉｎｇｎｉｔ
＝ α ＋ ρ１Ｈｅｄｇｉｎｇｎｉ，ｔ－１

＋ ρ２Ｈｅｄｇｉｎｇｎｉ，ｔ－２
＋ β１Ａｖｇｎａｃｉｔ

＋ β２ＤＴｎｉｔ
＋ β３ＤＩｎｉｔ ＋ β４ＤＭｎｉｔ

＋ β５Ｅｎｉｔ
＋ β６Ｍｎｉｔ

＋ β７ＬＥｎｉｔ
＋ β８Ｐｎａｃｉｔ

＋ β９Ｅａｃｉｔ
＋ β１０Ｅａｃｉ，ｔ－１

＋ β１１Ｅａｃｉ，ｔ－２
＋ β１２Ｍａｃｉｔ

＋ β１３Ｍａｃｉ，ｔ－１
＋ β１４Ｍａｃｉ，ｔ－２

＋ β１５Ｒａｃｉｔ

＋ β１６Ｒａｃｉ，ｔ－１
＋ β１７Ｒａｃｉ，ｔ－２

＋ β１８Ｔｎａｃｉｔ
＋ β１９ＭＥｎａｃｉｔ

＋ ｕｉ ＋ εｉｔ

模型 ２（外交侧重模型）：

Ｄｉｐｎｉｔ ＝ α ＋ ρ１Ｄｉｐｎｉ，ｔ－１ ＋ ρ２Ｄｉｐｎｉ，ｔ－２ ＋ β１Ａｖｇ′ｎａｃｉｔ ＋ β２ＤＴｎｉｔ
＋ β３ＤＩｎｉｔ

＋ β４ＤＭｎｉｔ
＋ β５Ｅｎｉｔ

＋ β６Ｍｎｉｔ
＋ β７ＬＥｎｉｔ

＋ β８Ｐ′ｎａｃｉｔ ＋ β９Ｅ′ａｃｉｔ ＋ β１０Ｅ′ａｃｉ，ｔ－１

＋ β１１Ｅ′ａｃｉ，ｔ－２ ＋ β１２Ｍ′ａｃｉｔ ＋ β１３Ｍ′ａｃｉ，ｔ－１ ＋ β１４Ｍ′ａｃｉ，ｔ－２ ＋ β１５Ｒａｃｉｔ

＋ β１６Ｒａｃｉ，ｔ－１
＋ β１７Ｒａｃｉ，ｔ－２

＋ β１８Ｔ′ｎａｃｉｔ ＋ β１９ＭＥ′ｎａｃｉｔ ＋ ｕｉ ＋ εｉｔ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解释变量都包括被解释变量的一阶与二阶滞后。 小国的威胁

感知、小国的贸易依存度、小国的投资依存度、小国的军事依存度、小国的经济与军事

实力、小国的国内合法性及小国与大国的政体相似度视为外生解释变量；中美两国的

经济与军事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及它们的一阶与二阶滞后视为前定解释变量；③小国

与大国的经济关系、小国与大国的军事关系视为内生解释变量。④

（三）阶段划分与建模结果

鉴于小国的行为选择与大国权力变化态势的不确定性有关，⑤我们从中国相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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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分别为世界银行数据库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
数据来源为体系和平中心数据库。
将体系层面的三个变量视为前定解释变量，是因为体系层面的因素较难受到单元层次的影响。
将小国与大国的经济、军事关系视为内生解释变量，是因为小国的对冲倾向与外交侧重会同时影响与大

国的经济和军事关系。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 Ｋｕｉｋ，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ｐｐ．

１５９－１８５； Ｂｒｏｃｋ Ｆ． Ｔｅｓｓｍ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ｎｕ，” ｐｐ．１９２－２３１；
Ｖｉｂｈａｎｓｈｕ Ｓｈｅｋｈａｒ， “ＡＳＥ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ｐｌｏｙｉｎｇ ａ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ｐ．２５３－２６８； Ｖ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ｐ． ３３１－ ３５６；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 Ｋｕｉｋ， “Ｈｏｗ Ｄｏ Ｗｅａｋ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ｅｄｇｅ？ 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ＡＳＥ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ｈｉ⁃
ｎａ，” ｐｐ．５００－５１４； 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 Ｋｕｉｋ，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ａｋ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ｅｄｇ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ｐ．１５５－１７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ｏｒｏｌｅｖ，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ｉ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ｐｐ．４１９－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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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长态势的不确定性角度，以 ２００３ 年为界，将整个研究时段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

个阶段中国相对实力增长的不确定性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是物质实力变化趋势的不

确定性差异。 如图 １ 所示，１９９１—２０１８ 年，尽管中国实力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在 ２００３

年以前，中美无论是相对经济实力还是相对军事实力都在一定时段内出现过波动（中

国相对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呈下降趋势，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军事实力

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年以及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呈下降趋势）。 而自 ２００４ 年起，中国相对于美国

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差距均呈稳定缩小趋势。 对于亚太国家来说，一个相对实力增

长趋势尚存在波动的崛起国和一个与主导国实力差距持续缩小的崛起国对其的冲击

和影响显然是有差异的，前者的不确定性大于后者。

图 １　 中美军事和经济实力对比

其次是中国主观战略认知的不确定性差异。 ２００３ 年以前，尽管中国的物质实力

总体在迅速增长，但中国政府并不认为或者承认中国在崛起。 直到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时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的《中国和平崛起新道

路和亚洲的未来》讲演中首次提出“和平崛起”。① 同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代表中国政府使用了“和平崛起”的提法。②

随后在 １２ 月 ２６ 日纪念毛泽东诞辰 １１０ 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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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与亚太地区的机遇》，载《理论参考》，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第 ３—４ 页。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Ｗｅｎ Ｊｉａｂａｏ⁃‘Ｔｕｒ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Ｅｙ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 ／ ｇａｚｅｔｔｅ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０３ ／ １２ ／ ｈａｒｖａｒｄ－ｇａｚｅｔｔ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ｗｅｎ－ｊｉａｂａｏ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５ 日。



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① 这表明，２００３ 年后中国政府开始正视并承认中

国相对实力正在迅速提升的事实。 相较于一个客观上相对实力在增长但主观上未意

识到或者未承认这一点的发展中大国，一个客观实力发展趋势和主观认知相统一的发

展中大国其发展态势的不确定性显然更小。

综合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２００３ 年是中国相对实力增长态势不确定性发生性

质变化的天然分水岭。 不妨将 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年称为中国相对实力增长态势的“高不确

定性阶段”，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称为中国相对实力增长态势的“低不确定性阶段”。 以

下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 软件对参数进行估计，分别对两个阶段建立动态面板模型。 表 １ 给出

了 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年动态面板系统 ＧＭＭ 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 １ 的被解释变量为对冲倾

向，模型 ２ 的被解释变量为外交侧重。 根据检验结果 ｐ－ＡＲ（１）和ｐ－ＡＲ（２）的值可知，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扰动项均不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通过自相关检验，证明模型有

效。 Ｓａｒｇａｎ 的 ｐ 值为 １．０００，表明接受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选取的工具

变量有效。 模型 １ 的回归结果显示，小国对大国的威胁感知和小国的国内合法性两个

变量对小国对冲倾向存在显著影响。 小国对中美两国威胁感知的差距越大以及小国

的国内合法性越低，小国越不倾向选择对冲。 模型 ２ 的结果显示，小国对大国的威胁

感知这一个变量对小国的外交侧重有显著影响。 当小国感知到的来自美国的安全威

胁越大时，越可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表 １　 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年动态面板系统 ＧＭＭ 回归结果

对冲倾向
模型 １（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年）

外交侧重
模型 ２（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年）

Ｌ１．行为选择

Ｌ２．行为选择

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Ｌ１．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Ｌ２．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中美军事实力对比

Ｌ１．中美军事实力对比

Ｌ２．中美军事实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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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锦涛在毛泽东诞辰 １１０ 周年座谈会的讲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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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对冲倾向
模型 １（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年）

外交侧重
模型 ２（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年）

中美战略关系

Ｌ１．中美战略关系

Ｌ２．中美战略关系

小国与大国的经济关系

小国与大国的军事关系

小国对大国的威胁感知
．４７６０５３∗∗∗

（．１６９１５４）
－．８５８３０２４∗

（．５０５７３６７）

小国贸易依存度

小国投资依存度

小国军事依存度

小国经济实力

小国军事实力

小国国内合法性
２３．１８３１４∗∗

（１０．４７６９６）

小国与大国的政体相似度

Ｃｏｎｓ

ｐ⁃ＡＲ（１） ０．３３３７ ０．３８５０

ｐ⁃ＡＲ（２） ０．５４８９ ０．７７８４

ｐ⁃Ｓａｒｇａｎ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Ｎ ２７４ ２７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结果的标准差。

表 ２ 给出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动态面板系统 ＧＭＭ 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 ３ 的被解释

变量为对冲倾向，模型 ４ 的被解释变量为外交侧重。 根据 ＡＲ（１）、ＡＲ（２）和 Ｓａｒｇａｎ 的

ｐ 值检验结果可知，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均通过自相关检验，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

题，回归结果可靠有效。 模型 ３ 显示，对冲倾向的滞后二期对对冲倾向的当期影响显

著，在前两期对冲倾向的影响下，小国会在当期微调行为，避免前两期的选择走向极

端。 此外，滞后二期的中美战略关系会正向影响小国当期的战略选择，中美关系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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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越不会选择对冲。 小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合法性和政体也会影响小国的对

冲倾向。 当小国的经济实力越强、军事实力越弱、国内合法性越低、与某一大国的政体

相似度越高时，小国越不会选择对冲。 模型 ４ 显示，小国的外交侧重受到滞后二期的

中美军事实力对比和滞后一期的中美战略关系的显著影响。 当中美军事实力差距越

小、中美关系越好时，小国越会相对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表 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动态面板系统 ＧＭＭ 回归结果

对冲倾向
模型 ３（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

外交侧重
模型 ４（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

Ｌ１．行为选择

Ｌ２．行为选择
－１．０４３３４５∗∗

（．４７８６８４４）

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Ｌ１．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Ｌ２．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中美军事实力对比

Ｌ１．中美军事实力对比

Ｌ２．中美军事实力对比
－６０．２２３１９∗

（３５．４１６４５）

中美战略关系

Ｌ１．中美战略关系
１６．４５３２４∗

（８．５２７９５４）

Ｌ２．中美战略关系
２４．１７９０９∗

（１４．２００４）

小国与大国的经济关系

小国与大国的军事关系

小国对大国的威胁感知

小国贸易依存度

小国投资依存度

小国军事依存度

小国经济实力
３１．３７７４∗

（１８．２０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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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对冲倾向
模型 ３（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

外交侧重
模型 ４（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

小国军事实力
－２４．５９４２８∗

（１２．６２９６）

小国国内合法性
１６．９９８２９∗

（９．３２６２５１）

小国与大国的政体相似度
．０３３８０６１∗∗

（．０１６３１１３）

Ｃｏｎｓ ２７９．７２１３∗

（１４４．９０８２）

ｐ⁃ＡＲ（１）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０８

ｐ⁃ＡＲ（２） ０．５９０１ ０．５２６６

ｐ⁃Ｓａｒｇａｎ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Ｎ ３３０ ３３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结果的标准差。

四　 亚太国家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高不确定性阶段亚太国家对冲倾向和外交侧重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本阶段，对小国对冲倾向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共有两个，即小国对大国的威胁感

知和小国国内合法性。 对小国外交侧重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有一个，即小国对大国的

威胁感知。

首先，小国对中美两国的威胁感知同时影响小国的对冲倾向和外交侧重：小国对中

美两国安全威胁的感知差距越大，越不会选择对冲战略；中美两国中谁对小国造成的安

全威胁更大，小国就越倾向于相对改善与另一国的关系。 后一个发现与常识相吻合，而

前一个发现则提示，威胁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威胁本身影响着小国的对冲倾向。 现有几乎

所有有关对冲的研究都强调从威胁的角度去理解对冲，但对于究竟是威胁本身还是威胁

的不确定性驱使小国采取对冲战略仍存在很大分歧。 一些研究认为，亚太国家之所以在

·７６·

􀪇􀪇􀪇􀪇􀪇􀪇􀪇􀪇􀪇􀪇􀪇􀪇􀪇􀪇􀪇􀪇􀪇􀪇􀪇􀪇􀪇􀪇􀪇􀪇􀪇􀪇􀪇􀪇􀪇􀪇􀪇􀪇􀪇􀪇􀪇􀪇􀪇􀪇



中美之间选择对冲，是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对它们造成了威胁。①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安

全威胁的不确定性推动小国采取对冲战略。② 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在中国相对实力

增长态势的高不确定性阶段，后一种观点更符合事实。 当中美两国对小国造成的威胁感

知越趋近，小国越难以判断哪国威胁更大时，越倾向于采取对冲战略；而当能够明确哪国

对自己的威胁更大时，小国则倾向于放弃对冲，同时侧重改善与威胁更小的大国的关系。

其次，小国与大国的经济关系、小国与大国的军事关系、小国的贸易依存度、小国

的投资依存度和小国的军事依存度这五个与小国外部收益相关的指标在两个模型中

均不显著，这提示在大国相对实力增长的高不确定性阶段，小国的行为选择与小国的

外部收益预期无关。 相当一部分研究将经济预期和军事收益与对冲结合在一起，认为

当东南亚国家将中国视为“高威胁”，同时又对经济抱有积极预期时，或将中国视为

“低威胁”，但同时又对经济抱有负面预期时，它们会采取对冲战略；③“与美国存在同

盟关系的国家由于对冲的军事成本过高，更可能采取制衡中国的做法”。④ 模型显示，

在中国相对实力增长的高不确定性阶段，这两类指标均不显著，获取和维持经济与军

事收益不是小国进行对冲的主要动机。 同时，这个发现也提示，与上述第一点发现所

指出的在这个阶段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会正向影响小国对冲选择不同，本阶段小国收

益的不确定性对其并无显著影响，说明并非所有的不确定性都与对冲相关。

再次，中美经济实力对比、中美军事实力对比和中美关系这三个与大国战略竞争

相关的因素在两个模型中均不显著，意味着在大国相对实力增长的高不确定性阶段，

体系层次因素暂不会影响小国的对冲倾向和外交侧重。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大

国的实力对比与战略关系均可能对小国的战略选择产生影响。 随着两个大国权力竞

争日趋激烈，中小国家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⑤ 但这里的结果提示，在中国相对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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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Ｕ． 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２００５； Ｙａｓｕｈｉｒｏ Ｍａｔｓｕｄａ，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ｐｐ．１０９－１１９； Ｉａｎ Ｔｓｕｎｇ⁃
Ｙｅｎ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
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ｐ．２６５－２８８；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３８ 页。
Ｄｅｎｎｙ Ｒｏｙ，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ｏｒ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 ｐｐ． ３０５ － ３２２；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
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ｐ． ３７５ － ４１７； Ｊｏｈｎ Ｄ． Ｃｉｏｒｃｉａｒｉ， “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ｐ．５２３－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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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势头和战略尚不明朗时，亚太国家的行为选择与中美权力竞争的关系不显著。

最后，小国国内合法性影响小国的对冲倾向：小国政府的合法性越高，其越可能选

择对冲。 这是本阶段唯一影响小国对冲倾向的国内层次指标。 同时，在本阶段影响小

国对冲倾向的两个显著指标中，小国国内合法性的回归系数（２３．２）远大于小国威胁感

知的回归系数（０．５），这意味着在大国相对实力增长的高不确定性阶段，小国政府的合

法性水平是决定小国对冲倾向的最主要因素。 在小国对两个大国威胁感知不变甚至

有小幅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小国发生社会动荡，政府合法性水平下降，则该国可能会更

明显地追随某个大国。 小国国内合法性与对冲倾向之间的作用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小国政府的合法性越高，政府的政权稳定性就越不需要依赖外部

大国，小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自主性因而也就越高。

概括而言，在中国相对实力增长态势的高不确定性阶段，体系层次因素、与小国收

益相关的因素以及绝大多数与小国自身相关的因素都不影响小国的行为选择，但是大

国对小国的安全威胁以及由此造成的不确定性会分别影响小国的外交侧重和对冲倾

向。 此外，小国国内合法性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阶段小国的对冲选择。

（二）低不确定性阶段亚太国家对冲倾向和外交侧重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本阶段，对小国对冲倾向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六个，分别是中美战略关系、小国

的经济实力、小国的军事实力、小国国内合法性、小国与大国的政体相似度以及前两期

的小国对冲倾向本身。 对小国外交侧重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有两个，分别是中美军事

实力对比和中美战略关系。

首先，中美战略关系会同时影响小国的对冲倾向与外交侧重：中美关系越差，小国

越倾向于选择对冲战略，同时会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在中国相对实力增长态势已

明晰的本阶段，中美关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烈

度。 有学者认为，大国战略竞争会限制小国的行动空间，当大国竞争加剧时，小国将被

迫在大国之间选边而非在两个大国间两面下注。① 模型 ３ 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在

本阶段，中美战略竞争越激烈，亚太国家反而可能会越普遍和频繁地两面下注。 不过，

根据模型 ４ 的结果，亚太国家实施对冲对中国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导致它们对

冲倾向增强的原因———中美关系恶化———同时也会促使它们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小国选择在中美两国之间两面下注与选择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两者并不矛盾。 前文已经指出，小国战略层面究竟是选择对冲、制衡还是追随以及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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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对冲的程度，与外交层面究竟是选择相对改善与崛起国的关系还是相对改善与主导

国的关系，是相互独立、互不包含、互不决定的两个经验性问题。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工

作就是对这两个经验性问题分别做出实证回答。

此外，“中美关系越紧张，小国越有可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个统计发现有

可能与人们的主观感受不完全吻合。 不可否认，在某个中美关系恶化时期，某个或某

几个亚太国家反而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或者在某个中美关系改善时期，某些亚太国

家与中国的关系也在改善。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上述发现是综合 ２２ 个亚太国家 １５ 年

的数据，并与其他多个变量同时纳入统计模型而得到的一种概率性的统计学结论。 能

够证否统计学结论的只能是统计方法和统计模型本身，而不是具体的“反例”。 还应

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相对改善。 即使某个中美关系恶

化时期小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在恶化，但只要这一时期小国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幅度更

大，那么小国仍然是“相对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 在没有定量计算和比较的情况下，

仅凭经验感知很难准确判断这种“相对”变化。

为更直观地展示中美关系与小国外交侧重之间的关系，笔者计算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 ２２ 个亚太国家与中国的相对关系均值（２２ 个国家与中国关系分值的平均值－与美

国关系分值的平均值）。 根据模型 ４，中美战略关系对小国外交侧重的影响存在一阶

滞后，因此我们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的中美关系分值走势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的小国与中国

相对关系均值走势进行对比。 如图 ２ 所示，中美关系总体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小国

与中国的相对关系总体呈上升趋势，对比结果与模型 ４ 的发现一致。

中美关系恶化会导致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相对改善，这反映出中国与美国关系

和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之间存在张力。 中国改善与一方的关系将会损害与另一方

的关系，这意味着在中美战略竞争情况下，中国需要在美国和亚太国家之间做出战

略上的取舍，确定谁才是外交的优先对象。 此外，模型显示，大国战略关系对小国对

冲倾向与外交侧重的影响存在不同的滞后期。 当期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会影响下

一期小国的外交侧重，影响下两期的对冲倾向，说明小国在战略层面的选择会更加

慎重。

其次，单元层次的很多因素开始对对冲倾向产生影响。 其中，小国的经济实力、反

映小国不安全感的军事实力（军费开支）以及小国的政体因素等这些在前一阶段不显

著的指标开始显著影响小国的对冲选择。 而国内政治合法性继续发挥影响，且与上一

阶段的影响方向相同。 具体来说，小国的经济实力越弱，越可能选择对冲。 一个可能

的逻辑是在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只有保持与两个大国的等距离关系，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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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中美关系和小国与中国相对关系走势对比

注：横轴表示时间，之所以未标注具体年份，是因为中美关系分值和小国与中国相对关系均值

两者间存在一阶滞后。 其中，中美关系分值的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小国与中国相对关系均

值的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

同时享受两个大国的经济红利，进而巩固国内的执政基础。 有观点指出，“如果精英

群体的合法性更多地来源于经济繁荣而不是国家安全，那么它很可能会强调从崛起国

那里获得的经济与政治收益，淡化崛起国的安全威胁”。①

小国的军事实力越强，越可能选择对冲战略。 小国的军事实力是用其军费开支水

平进行衡量的。 一些研究提出，可将军费开支作为判断小国对冲与否的指标。② 本文

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小国军费开支与小国对冲倾向之间的确存

在正向关系。 小国的军费开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国的不安全感。 军费开支

越高，表明小国的不安全感越强。 这种不安全感驱使小国选择对冲。 这与前一阶段小

国威胁感知的不确定性越高、小国越可能选择对冲存在一定的内在一致性，只不过在

中国相对实力增长态势趋于明确的后一阶段，小国更多地将这种不确定的威胁感知转

化为增加军费开支的实际行动。

小国与大国的政体相似度在本阶段开始影响小国的对冲倾向。 与其中某一大国

的政体越相似，小国越不会选择对冲。 这说明在大国实力趋近、中国相对实力增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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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明确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因素对小国战略选择的影响开始变得不容忽视。 不过，由
于政体相似度的回归系数相对很小（０．０３），所以影响力小于其他因素。 此外，本阶段

小国对冲倾向本身也开始对后两期的对冲倾向产生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先前

的战略选择趋向极端。
再次，中美军事实力对比显著影响小国的外交侧重：当中国的军事实力越接近美

国时，小国越会相对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而中美经济实力则无此影响。 这表明，在大

国相对实力增长的低不确定性阶段，真正影响小国外交选择的是大国权力构成要素中

的军事力量而非经济力量。 军事力量日趋接近，小国会选择相对改善与现存主导国的

关系，这无疑给崛起国带来了更大的战略压力。 如前所述，中美军事实力对比和中美

关系是这一阶段仅有的两个能够显著影响小国外交侧重的因素。 在中国快速发展势

头不改、中美权力变化过程不发生方向性变化的前提下，中美军事实力差距会不断缩

小。 对中国来说，唯一能够主观操纵减缓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恶化趋势的因素就是中

美关系。 当中美关系恶化时，小国将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中国因军事实力上升而带来的与周边国家关系相对疏远的战略压力。 由于中美军事

实力对比的回归系数（－６０．２）大于中美关系的回归系数（１６．５），因此在中美关系变化

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中国与亚太国家的总体关系将不断走低。
最后，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小国与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关系、小国的贸易依存度、小

国的投资依存度、小国的军事依存度以及小国的威胁感知在两个模型中均不显著。 其

中，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对小国的对冲选择和外交侧重均无影响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

挑战了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对地区政治影响的一般印象。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国家会更加倾向于在中美之间寻求对冲，形成了所谓

的“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格局。①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实力越强，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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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 Ｋ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Ｒａｗｓｋｉ， ｅ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ｐｐ．９５－
１１７； Ｉａｎ Ｔｓｕｎｇ⁃Ｙｅｎ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ｐ．２６５－２８８；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ａｇ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３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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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邻国的吸引力就越高，东亚邻国越会选择在中美之间搞对冲，越会注重相对改善与

中国的关系。 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论断，反而提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

东亚邻国行为选择的影响可能被高估。

与前一阶段一样，小国与大国的经济关系、小国与大国的军事关系、小国的外贸依

存度、小国的投资依存度和小国的军事依存度这五个与小国外部收益相关的指标在本

阶段的两个模型中依然不显著，这表明即便在中国相对实力增长态势确定性高的情况

下，小国的行为选择依然不受小国外部收益预期的影响。 至于威胁感知，虽然在这一

阶段不起作用，但如前所述，在日益明朗的大国权力竞争态势下，小国对大国威胁的感

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增加本国军费的具体行动，由此间接影响小国的对冲

倾向。

概括而言，与大国相对实力增长的高不确定性阶段相比，在低不确定性阶段，体系

因素开始影响小国的行为选择。 其中，中美战略关系恶化会增加亚太国家的对冲倾

向，同时促使其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军事实力差距缩小会促使亚太国家相对

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中美战略关系和中美军事实力对比都存在影响的滞后期，表明体

系层次因素不会立即影响小国的行为选择，而是有一个传导过程，小国会相对谨慎地

对体系层次的变化做出反应。 此外，在低不确定性阶段，有更多的单元层次因素对小

国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其中，小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内合法性是影响小国对

冲倾向的三个最主要因素。

（三）主要发现

综合两个阶段四个模型的结果，我们可以总结得出三个比较重要的实证发现。

第一，小国对大国及国际社会的经济和安全依赖不影响小国的行为选择。 首

先，自冷战结束至今，无论中国经济实力如何发展，无论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到

何种程度，都与亚太国家是否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改善的程度无关。 其

次，自冷战结束至今，不管亚太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它们与美国的经济

关系来说有多紧密，也不管东亚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相对于它们与中国的军事

关系来说有多密切，都不影响这些国家是否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也不影响这些

国家是否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最后，自冷战结束至今，无论小国对国际社会

的总体贸易依存程度、投资依存程度和军事依存程度有多高，都不影响小国的对

冲倾向和外交侧重。

这个发现表明，“供给—需求”框架可能不是我们分析和理解亚太国家在中美之

间进行行为选择的适宜分析框架。 也就是说，小国对国际社会的需求有多大、对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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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的依赖有多么不对称，与它们究竟会在中美两国之间怎么选择无关。 这一点确实

违反直觉和常识。 学界通常认为，亚太地区之所以出现所谓中美“二元共治”格局，亚
太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分别对中

国和美国存在不对称相互依赖，即“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亚太国家之所以从曾

经几乎一边倒地接受美国的领导逐渐转变为开始在经济领域承认中国的影响力，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从实证结果来看，中国迅速提升的经济实力

以及亚太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军事依赖同亚太国家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并不

显著。
第二，中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比变化均不影响小国的对冲倾向，但中美军事

实力差距缩小会促使小国相对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自冷战结束至今，无论中美两国的

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如何变化，都与亚太国家是否选择在中美两国间两面下注以及两

面下注的程度无关。 而学界通常认为，中美相对实力变化会显著影响甚至决定小国的

对冲倾向。① 本文的模型结果挑战了这一观点。
同时，在中国相对实力增长态势的低不确定性阶段，中美军事实力对比对小国外

交侧重存在显著影响。 中国军事实力越接近美国，小国越倾向于相对改善与美国的关

系。 国际关系学界有所谓“崛起困境”的概念，强调随着崛起国相对实力的迅速增长，
其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会随之上升。② 本文发现的中国相对军事实力与亚太国家外交

侧重之间的关系印证了这个概念并提供了相对实力增长和压力增加之间的一个具体

作用机制。
第三，中美战略关系、小国不安全感以及小国国内合法性从不同角度显著影响小

国行为选择。 在中国相对实力增长态势的低不确定性阶段，中美战略关系对小国在战

略和外交维度的行为选择都有显著影响：中美关系越紧张，小国就越倾向于在中美之

间两面下注，小国就越倾向于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如果中美关系改善，小国

在战略层面更倾向于“一边倒”而在外交层面会更注重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这一发现

·４７·

　 选边还是对冲
􀪇􀪇􀪇􀪇􀪇􀪇􀪇􀪇􀪇􀪇􀪇􀪇􀪇􀪇􀪇􀪇􀪇􀪇􀪇􀪇􀪇􀪇􀪇􀪇􀪇􀪇􀪇􀪇􀪇􀪇􀪇􀪇􀪇􀪇􀪇􀪇􀪇􀪇

①

②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ｎ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６， ｐｐ．８１－１２６； Ｈｉｒｏ Ｋａｔｓｕｍａｔａ，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 Ｒ． Ｓｍｉｔｈ，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２，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８２－１８８； Ｋｅｉ Ｋｏｇ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４， ２０１８， ｐｐ． ６３３ － ６６０；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ｐｐ．８５－１２７； Ｄａｒｒｅｎ Ｊ． Ｌｉｍ ａｎｄ Ｒｏｈａｎ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ｍｉｄ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ｐ．４９３－５２２．

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８—３０ 页；孙学峰：《中国崛起

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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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和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关系存在张力，两者不会同时恶化，

但也难以同时改善。

小国的不安全感会以不同形式影响小国的行为选择。 在大国相对实力增长的高

不确定性阶段，小国对中美两国安全威胁的感知差距越大，越不会选择对冲战略；中

美两国中谁对小国造成的安全威胁感知相对更大，小国就越倾向于相对改善与另一

国的关系。 在大国相对实力增长的低不确定性阶段，小国对大国的威胁感知这个变

量不再显著，但是小国的军费开支开始显著影响小国的对冲倾向，小国军费开支越

高，越倾向于对冲。 小国军费开支的多少反映了小国的不安全感，所以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在低不确定性阶段小国的不安全感仍然以一种具体的形式推动小国的

对冲选择。

小国的国内合法性是现有研究相对忽视的一个因素，本文的实证研究显示，它是

全部 １３ 个解释变量中唯一在前后两个阶段均对小国对冲倾向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且

影响方向保持一致，体现出这个因素与小国对冲倾向之间存在稳定的作用关系。 当前

学界普遍呼吁加强区域国别问题研究，打通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隔膜。① 这项实证

研究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契合点：小国的行为选择对中国外交乃至整个国际格局有着重

要影响，而小国国内合法性又显著影响亚太国家的对冲行为，这就为区域国别研究提

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即密切跟踪相关国家国内合法性的变化趋势，以此分析和

预测该国在中美两国之间的两面下注倾向。

五　 结论

权力、地位和荣誉这些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对象都是典型的关系型概念或者主

体间概念。 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么就无所谓权力、地位和荣誉。 从这个意

义上讲，小国对大国的态度及其行为选择对身处战略竞争中的大国的重要性再怎么

强调都不为过。 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决策者和

研究者无疑都迫切地想知道，随着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亚太国家会如何在中美两

国之间选边。 更具体地说，我们想更清楚地知道，这些国家在战略层面究竟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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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树勇：《加强区域国别研究》，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徐四季：《从古代东方学到现代区域研

究———从学科史角度探究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位问题》，载《区域与全球发展》，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３—１５２
页；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５９—７７ 页；Ｈｕｉｙｕｎ 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ｉ 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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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３３， Ｎｏ．３ ／ ４， ２０２０， ｐｐ．３６２－３８５。



于追随某个特定大国还是更倾向于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它们在外交层面究竟是更

注重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还是更注重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左右着

它们的行为选择。 本文尝试以全样本大规模统计方法对上述重要战略问题做出实

证研究。

对中国而言，当然希望那些原本一边倒地追随美国的亚太国家能够至少在中美

之间保持中立，而那些原本奉行等距离外交的国家最好能够更加注重搞好与中国的

关系。 本文的研究对此至少提供了三点启发性思路：首先，既不要盲目相信中国经

济增长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也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经济强大对周边国家造成的压

力。 根据本文的模型结果，中国经济实力与亚太国家的对冲倾向和外交侧重均无

关。① 其次，尽可能降低自身对亚太国家造成的军事威胁感知。 要做到这一点，可能

需要中国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需要

重新思考并处理好中美关系与周边外交的优先次序问题。 当前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

中国外交战略都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究竟是保美国还是保周边仍

存在争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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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经济实力变化对亚太国家的行为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

强大。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这个变量是否会由不显著变为显著，还需要进一步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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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三点：其一，中美关系会负向影响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这

提示我们，想要同时改善中美关系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其难度可能比较大，特定情

况下或许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一定的取舍和侧重。 其二，中美关系恶化的影响并非全

部都是消极的。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中美关系下行的大趋势难以改变。 本文的研究提

示，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可能不会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而恶化，相反有望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改善。① 其三，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会负向影响小国与中国的关系。 中

国显然不可能停止发展军力，因此根据本文的模型结果，除非中美关系恶化，否则中国

与周边国家关系有可能呈现疏远趋势。 这从一个角度突显出中国外交在侧重美国还

是侧重周边之间做出取舍的迫切性。

本文的实证结果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上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例如，本文的

模型显示，无论权力转移进行到哪个阶段，中美两个大国的实力对比都不影响小国的

对冲倾向，这暴露出我们对大国权力转移本身对小国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刻

的认识。 又如，无论是从直觉上还是从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上，小国对大国的经

济和军事依赖都应当影响小国的行为选择，但本文的模型结果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反

倒是此前被多数学者所忽视的小国国内合法性这一因素始终稳定地影响着亚太国家

的对冲倾向。 对这些反常识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大国权力转移背景

下小国行为规律的理解，并帮助大国更准确地制定对外方略。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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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这个结论是针对 ２２ 个国家的总体变化趋势而言的，属于统计学而非物理学意义上的规律，因此某

些存在特殊情况（如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小国有可能未必完全符合这个结论。 本文关心的是亚太国家作为一

个整体在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总体行为趋势（因此采用大样本统计方法）。 关于某些特殊类型的亚太国家的

行为特点，未来可通过案例方法进一步探究。


